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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文艺学的批评能这样吗——就《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与陶东风教授商

[ 作者 ] 郑惠生 

[ 单位 ]  

[ 摘要 ] 纵观《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全文，可知陶东风教授对大学文艺学的批评与建设有着独到且富于启发意义的个人见解。然而，

不难看出，在批评大学文艺学时，陶东风教授经常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或没有事实根据就随意断论，或未作具体分析便批评指

责，或为了自圆其说而削足适履，或不作逻辑推导而任意发挥，或将较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确，几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文艺学远未尽如

人意，故对其进行学科反思不但可以而且极其必需。不过，应该看到，对既有的大学文艺学成果持客观公允的态度，是最有效的学科反思

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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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全文，可知陶东风教授对大学文艺学的批评与建设有着独到且富于启发意义的个人见解。然而，不

难看出，在批评大学文艺学时，陶东风教授经常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或没有事实根据就随意断论，或未作具体分析便批评指责，

或为了自圆其说而削足适履，或不作逻辑推导而任意发挥，或将较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确，几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文艺学远未尽如人

意，故对其进行学科反思不但可以而且极其必需。不过，应该看到，对既有的大学文艺学成果持客观公允的态度，是最有效的学科反思的

前提。在《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以下简称《大》)中[1]，陶东风教授指出当前中国文艺学未能对文艺现状做出及时有力的回应，批评

大学文艺学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可以说，该文所言有不少是中肯的，尤其第二部分———“历史地理解文学艺术的自主性”———更是富

含真知灼见。然而，对《大》中的一些看法，笔者却有不同的意见。现择要阐述，既与陶东风教授商榷，又向同行专家请教。一．怎能给

“理论概括”戴上“生产绝对真理”的帽子陶东风教授批评大学文艺学的最重要一点，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大》中这样写

道:“受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学科体制化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与传授体系，特别是‘文学理论’教科书……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

并讨论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及其‘答案’，并相信只要掌握了正确、科学的方法，就可以……生产出普遍有

效的文艺学‘绝对真理’……可以概括出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规律’或‘本质特点’。”像这样的看法，不但在《大》中出现，

而且还存在于陶东风教授的另外一些文章里[2]。由此可见，陶东风教授在这一点上的批评，既认真又经常。不过，难道真的如陶东风教

授所言?非也! 首先，就笔者所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没有一部文艺学教材把概括出的“一般规律”或“本质特点”说成是“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绝对真理”。《大》中的最大不妥就在于，利用“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真理”的这样一种常识，给大学文艺学戴上一顶本不属于

它的帽子———“生产绝对真理”。如此批评，自然很容易使人对大学文艺学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错觉。其次，陶东风教授在批评“一般

规律”或“本质特点”的概括时，用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83年修订版)等教材作为例证。《大》中这样写道:“把历史上各种

各样的文学观点(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统统归入‘唯心’与‘唯物’两种，实际上也就是‘真理’与‘谬误’两种，从而实际上否定

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本质的多元性。”能否将各种各样的文学观点归入“唯心”与“唯物”两种，自然可以讨论，但是，不管哪部教材，对

形形色色的文学观点进行归类，都是合理且是应该的。错对并不在于归类与否，而在于归类是否科学。断言某些观点是真理某些观点是谬

误，乃科学判断之必需。倘若言及“真理”与“谬误”，便是“否定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本质的多元性”，那岂不是等于说“任何文学观

点”都没有正误之分?岂不等于说“真假判断”是要不得的?当然，许多文学观点的对错并非总是那么界限分明，那么容易分辨。也就是

说，对一些文学观点进行认识判断与价值判断，不宜采用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方法。不过，我们却不能由此而放弃个人的见解。尽管一个社

会的文艺理论应该是多元的，而且，文艺理论的多元在当代中国也已成既定的事实;但是，主张或认同文艺理论的多元性，并不意味着著

作者在一部文艺理论著作中对“文学是什么”应该或可以持多元的观点。如若不然，一部本应合乎学理、首尾一贯的文艺理论著作，就会

变成含混不清的大杂烩。再次，陶东风教授批评大学文艺学“受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除针对“本质论”外，还涉及到整个体系的

“几乎所有方面”。《大》中重点分析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文学创作阶段说”，一个是“文学类型特征说”。关于第一个例子，笔者已



另文讨论[3]，这里不再赘述。关于第二个例子，《大》中写道，“我们的教科书在划分文学种类、概括其特征时也存在严重的机械化、

教条化现象，即赋予文学的各种类型以僵化、固定、超历史的‘特征 本质’，而不顾文学史的实际情况早已突破了这种所谓‘特征本

质’。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文类特征论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几无变化。”此处的批评，不妥是多方面的。第一，倘若承认对文学作品

进行分类的这一行为是合理的，那么，就得承认探讨并归纳不同文学种类的“特征 本质”是自然且是必需的。我们可以说某一部文艺理

论著作在文类“特征 本质”概括方面不准确、不全面或者错谬，却不可以把对于文类的“特征 本质”概括看作是使其“僵化”、“固

定”和“超历史”。事实上，许许多多的文艺学教材编写者不仅完全没有使其概括的文类“特征 本质”固定化的意图，而且还在不同程

度上点明文学分类的“相对性与历史性”，强调“不可僵化套用，一概而论”，指出“不能用凝固的眼光来看待文学的分类”———如蔡

仪主编的《文学概论》[4](P188～191)、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5](P386～388)、易健和王先霈编的《文学概论》[6](P131～132)、黄

展人主编的《文学理论》[7](P67～70)、郭正元编著的《文学理论基础教程》(修订本)[8](P222～224)、曹廷华主编的《文学概论》(修订本)

[9](P135～137)、刘叔成主编的《新编文艺学概论》[10](P348)、陈传才和周文柏著的《文理论新编》(修订本)[11](P248)、许自强主编的《文

艺理论基础》[12](P173)。所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陶东风教授却为了“自圆其说”而完全置之不理。第二，即使是最科学最

全面的理论概括，也只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如果根据理论概括不能适用包括特殊事实在内的所有个案，便要指责其“机械”和“教条”，

那岂不等于说任何理论的概括都是不恰当和负价值的?虽然诗歌中存在着一些如《大》中所言的“语言非常散文化、日常生活化、节奏也

散漫拉沓”，但在事实的根本上，谁也无法否定“浓烈的抒情性、丰富的想象性和语言的音乐性”等“诗歌特征”概括的意义。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作为类的诗歌的特征，是在与小说、剧本和散文等文类比较以后所得出的结论，是就诗歌的总体来说而非针对某一具体的诗歌

作品所言。这样的一个道理，正如我们说在性情方面，南方人温和，北方人刚直，可谁也不会否认:有些南方人刚直，有些北方人温和。

诚然，对于诗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诗歌理论应及时做出反应，使之更具普遍的概括性。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要清醒

地认识到，任何理论概括都有其局限，都不免会遗漏掉一些东西。[13](P323～324)尽管笔者与陶东风教授一样认为文学体裁具有“历史

性”，但却不能赞同他如此的一种想法:“放弃概括体裁特征的努力”。其所以这样，是由于不但文艺科学的建设需要它，而且，面对纷

繁复杂的文艺作品世界，人类的头脑需要达到一定程度的条理化。第三，“文类特征论”并非像陶东风教授所说的那样“几十年的时间几

无变化”。就拿《大》中批评的戏剧文学特点来说，早在1989年，孙子威主编的《文学原理》就有了新的说法。[14](P212～236)从大的方

面来看，陈传才和周文柏著的《文学理论新编》(修订本)因其讨论“三分法”中文类的特征而与陶东风教授所批评的相去甚远。[11](P249

～274)上述两例，都是“白纸黑字”，可陶东风教授偏偏就是没有看到。如此削足适履式的批评，自然是缺乏说服力的。最后，需要指出

并予以特别强调的是，正如19世纪英国教育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纽曼所言:“科学是揭示事物规律的，文学是表达思想的。科学是普遍

的，文学是个体的。”[15](P135)探究乃至发现文学的本质特征以及规律，是文艺学必须完成的基本任务，是文艺学无法回避的分内事

情。基于此，阐述文学的本质、特征以及基本规律，便成了大学文艺学必不可少的内容。然而，陶东风教授却硬要说大学文艺学的理论概

括是受到“僵化、封闭、独断”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并由此而断定它是在“生产出”绝大多数人都会反对的“绝对真理”。

可以讲，像这样的批评逻辑，已经是到了完全不顾事实和违背常理的程度。二．岂可把教材编写中的“综合性”等同于“拼凑性” 教材

编写中的综合性，是陶东风教授批评大学文艺学的另一个重点。其批评的主题，可从《大》中第三部分的小标题得知———“跨时空拼

凑: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民族性的丧失”。然而，在读完第三部分和带有建设性质的第四部分之后，笔者却产生了许多的疑问。首先，

陶东风教授在批评教材编写中的综合性时过于苛刻。应当讲，如何协调知识的普遍性与知识的历史性、地方性这一对矛盾，是文艺学教材

编写中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作为教师和学生共同使用的文艺学教材，通常只具有概论的性质，而任何概论性的教材，都不可避免地存在

着综合各家之言的问题。就这一点而言，它与文艺学的学术专著有着明显的不同。文艺学学术专著，可以是一家之言———无论是形式主

义的，还是读者阐释的，抑或精神分析的，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只要能使读者甚或少数读者信服就好。然而，具有概论性质的文艺学教

材，却不但可以而且还有必要综合古今中外的文学知识、文学观点。尽管在一些文艺学教材的编写中综合得不够理想甚至很不恰当，但这

并不等于说综合的编写方式是错误的。本来，综合有已经融会贯通了的综合，也有生硬拼凑起来的综合，可是，陶东风教授却一定要说综

合性“导致文艺学知识的拼凑性”。如此批评，岂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次，由于在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和地方性时走极

端，结果，陶东风教授也就否定了不同时空中的学者对某个问题会有“共同”的说法。《大》中写道:“在依据这样的工具书拼贴出来的

教科书的某一页上，我们竟然可以同时找到马克思、柏拉图、福科、孔子、鲁迅、冯骥才关于某个问题的‘共同’说法!”因为笔者孤陋

寡闻，所以不知道陶东风教授指的是哪一本教科书;也因为陶东风教授没有点明是关于什么问题的共同说法，所以更无从知晓其所言对

否。不过，就一般的道理而言，如果是教材编写者由于曲解了所引文字的原意而把“不同的说法”当作“共同的说法”，那可真是一件坏



事。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将教材编写者由于没有透彻理解所引文字而造成的错谬归之于普遍性知识的寻求。的确，马克思、柏拉图、福

科、孔子和鲁迅等人在思想上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一点并不排除他们在某个问题上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想法和说法。令人遗憾的

是，陶东风教授在讨论问题时由于未能严格遵守他自己所竭力主张的“历史性”和“地方性”，结果也就没有指明哪一本“教科书”上的

哪个“问题”的哪种“说法”。假如不是这样，也许还有一定的说服力。再次，陶东风教授在批评文艺学教材的“若干论”时背离了一般

的科学道理。《大》中这样写道:“现有的文艺学教科书在体例上大同小异，都把文艺学机械地切割分为‘本质论’、‘创作论’、‘作

品论’以及‘欣赏 批评论’四大块(或者以此为基本框架作一些微调)。”应当说，文艺学教材采用“若干论”的形式，是全国高校许许多

多教师在长期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种较适合于教学的编写结构。诚然，关于“若干论”编写结构是否最为恰当的问题，还可以也需要

作进一步的探讨，但是，它作为文艺学的入门教科书形式，益处也是明摆着的———至少为学生在以后的漫长学习时间里提供了一个可以

不断添加新知识、不断进行“结构转换”的基本框架[16](P233、238)。陶东风教授认为，“四大块”的编写就是“机械地切割”。像这样

的观点，既无事实根据，又没学理依据。就笔者所见过的文艺学教材，还未曾发现有编写者说过诸如此类的话语:“文学本质可以离开对

文学活动系统的抽象”、“欣赏 批评论与作品论没有关系”。毋庸置疑的是，任何理论研究都需要抽象，而任何抽象都免不了从具体生

动、完整统一的对象中分离出所要着力讨论的方面或侧面。倘若文艺学及其教学将其内容结构分为若干块来处理，也算是“机械地切

割”，那么，恐怕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和理论都难逃陶东风教授的责难。很难想象陶东风教授认为的那种不是“机械切割”的文艺学教材是

什么样的教材，或许是 “没章、没节、没段”吧!也很难想象陶东风教授认为的那种不是“机械切割”的课堂教学是怎么样的教学，大概

就是“默念”与“顿悟”吧! 最后，陶东风教授提出了改造大学文艺学教材的构想:“首先，要打破‘四大块’的构纵观《大学文艺学的学

科反思》全文，可知陶东风教授对大学文艺学的批评与建设有着独到且富于启发意义的个人见解。然而，不难看出，在批评大学文艺学

时，陶东风教授经常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或没有事实根据就随意断论，或未作具体分析便批评指责，或为了自圆其说而削足适

履，或不作逻辑推导而任意发挥，或将较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确，几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文艺学远未尽如人意，故对其进行学科反思不

但可以而且极其必需。不过，应该看到，对既有的大学文艺学成果持客观公允的态度，是最有效的学科反思的前提。在《大学文艺学的学

科反思》(以下简称《大》)中[1]，陶东风教授指出当前中国文艺学未能对文艺现状做出及时有力的回应，批评大学文艺学存在着诸多的弊

端。可以说，该文所言有不少是中肯的，尤其第二部分———“历史地理解文学艺术的自主性”———更是富含真知灼见。然而，对

《大》中的一些看法，笔者却有不同的意见。现择要阐述，既与陶东风教授商榷，又向同行专家请教。一 怎能给“理论概括”戴上“生

产绝对真理”的帽子陶东风教授批评大学文艺学的最重要一点，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大》中这样写道:“受本质主义思维

方式的影响，学科体制化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与传授体系，特别是‘文学理论’教科书……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的具体

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及其‘答案’，并相信只要掌握了正确、科学的方法，就可以……生产出普遍有效的文艺学‘绝对真

理’……可以概括出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规律’或‘本质特点’。”像这样的看法，不但在《大》中出现，而且还存在于陶东风

教授的另外一些文章里[2]。由此可见，陶东风教授在这一点上的批评，既认真又经常。不过，难道真的如陶东风教授所言?非也! 首先，

就笔者所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没有一部文艺学教材把概括出的“一般规律”或“本质特点”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

理”。《大》中的最大不妥就在于，利用“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真理”的这样一种常识，给大学文艺学戴上一顶本不属于它的帽子———

“生产绝对真理”。如此批评，自然很容易使人对大学文艺学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错觉。其次，陶东风教授在批评“一般规律”或“本质

特点”的概括时，用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83年修订版)等教材作为例证。《大》中这样写道:“把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点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统统归入‘唯心’与‘唯物’两种，实际上也就是‘真理’与‘谬误’两种，从而实际上否定了文学理论与文

学本质的多元性。”能否将各种各样的文学观点归入“唯心”与“唯物”两种，自然可以讨论，但是，不管哪部教材，对形形色色的文学

观点进行归类，都是合理且是应该的。错对并不在于归类与否，而在于归类是否科学。断言某些观点是真理某些观点是谬误，乃科学判断

之必需。倘若言及“真理”与“谬误”，便是“否定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本质的多元性”，那岂不是等于说“任何文学观点”都没有正误之

分?岂不等于说“真假判断”是要不得的?当然，许多文学观点的对错并非总是那么界限分明，那么容易分辨。也就是说，对一些文学观点

进行认识判断与价值判断，不宜采用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方法。不过，我们却不能由此而放弃个人的见解。尽管一个社会的文艺理论应该是

多元的，而且，文艺理论的多元在当代中国也已成既定的事实;但是，主张或认同文艺理论的多元性，并不意味着著作者在一部文艺理论

著作中对“文学是什么”应该或可以持多元的观点。如若不然，一部本应合乎学理、首尾一贯的文艺理论著作，就会变成含混不清的大杂

烩。再次，陶东风教授批评大学文艺学“受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除针对“本质论”外，还涉及到整个体系的“几乎所有方面”。



《大》中重点分析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文学创作阶段说”，一个是“文学类型特征说”。关于第一个例子，笔者已另文讨论[3]，这里不

再赘述。关于第二个例子，《大》中写道，“我们的教科书在划分文学种类、概括其特征时也存在严重的机械化、教条化现象，即赋予文

学的各种类型以僵化、固定、超历史的‘特征 本质’，而不顾文学史的实际情况早已突破了这种所谓‘特征本质’。尤其不可思议的

是，这种文类特征论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几无变化。”此处的批评，不妥是多方面的。第一，倘若承认对文学作品进行分类的这一行为是

合理的，那么，就得承认探讨并归纳不同文学种类的“特征 本质”是自然且是必需的。我们可以说某一部文艺理论著作在文类“特征 本

质”概括方面不准确、不全面或者错谬，却不可以把对于文类的“特征 本质”概括看作是使其“僵化”、“固定”和“超历史”。事实

上，许许多多的文艺学教材编写者不仅完全没有使其概括的文类“特征 本质”固定化的意图，而且还在不同程度上点明文学分类的“相

对性与历史性”，强调“不可僵化套用，一概而论”，指出“不能用凝固的眼光来看待文学的分类”———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

[4](P188～191)、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5](P386～388)、易健和王先霈编的《文学概论》[6](P131～132)、黄展人主编的《文学理

论》[7](P67～70)、郭正元编著的《文学理论基础教程》(修订本)[8](P222～224)、曹廷华主编的《文学概论》(修订本)[9](P135～137)、刘叔

成主编的《新编文艺学概论》[10](P348)、陈传才和周文柏著的《理论新编》(修订本)[11](P248)、许自强主编的《文艺理论基础》[12]

(P173)。所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陶东风教授却为了“自圆其说”而完全置之不理。第二，即使是最科学最全面的理论概括，

也只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如果根据理论概括不能适用包括特殊事实在内的所有个案，便要指责其“机械”和“教条”，那岂不等于说任何

理论的概括都是不恰当和负价值的?虽然诗歌中存在着一些如《大》中所言的“语言非常散文化、日常生活化、节奏也散漫拉沓”，但在

事实的根本上，谁也无法否定“浓烈的抒情性、丰富的想象性和语言的音乐性”等“诗歌特征”概括的意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类

的诗歌的特征，是在与小说、剧本和散文等文类比较以后所得出的结论，是就诗歌的总体来说而非针对某一具体的诗歌作品所言。这样的

一个道理，正如我们说在性情方面，南方人温和，北方人刚直，可谁也不会否认:有些南方人刚直，有些北方人温和。诚然，对于诗歌发

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诗歌理论应及时做出反应，使之更具普遍的概括性。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理

论概括都有其局限，都不免会遗漏掉一些东西。[13](P323～324)尽管笔者与陶东风教授一样认为文学体裁具有“历史性”，但却不能赞同

他如此的一种想法:“放弃概括体裁特征的努力”。其所以这样，是由于不但文艺科学的建设需要它，而且，面对纷繁复杂的文艺作品世

界，人类的头脑需要达到一定程度的条理化。第三，“文类特征论”并非像陶东风教授所说的那样“几十年的时间几无变化”。就拿

《大》中批评的戏剧文学特点来说，早在1989年，孙子威主编的《文学原理》就有了新的说法。[14](P212～236)从大的方面来看，陈传才

和周文柏著的《文学理论新编》(修订本)因其讨论“三分法”中文类的特征而与陶东风教授所批评的相去甚远。[11](P249～274)上述两

例，都是“白纸黑字”，可陶东风教授偏偏就是没有看到。如此削足适履式的批评，自然是缺乏说服力的。最后，需要指出并予以特别强

调的是，正如19世纪英国教育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纽曼所言:“科学是揭示事物规律的，文学是表达思想的。科学是普遍的，文学是个

体的。”[15](P135)探究乃至发现文学的本质特征以及规律，是文艺学必须完成的基本任务，是文艺学无法回避的分内事情。基于此，阐

述文学的本质、特征以及基本规律，便成了大学文艺学必不可少的内容。然而，陶东风教授却硬要说大学文艺学的理论概括是受到“僵

化、封闭、独断”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并由此而断定它是在“生产出”绝大多数人都会反对的“绝对真理”。可以讲，像这

样的批评逻辑，已经是到了完全不顾事实和违背常理的程度。二 岂可把教材编写中的“综合性”等同于“拼凑性” 教材编写中的综合

性，是陶东风教授批评大学文艺学的另一个重点。其批评的主题，可从《大》中第三部分的小标题得知———“跨时空拼凑:文艺学知识

的历史性与民族性的丧失”。然而，在读完第三部分和带有建设性质的第四部分之后，笔者却产生了许多的疑问。首先，陶东风教授在批

评教材编写中的综合性时过于苛刻。应当讲，如何协调知识的普遍性与知识的历史性、地方性这一对矛盾，是文艺学教材编写中最难处理

的问题之一。作为教师和学生共同使用的文艺学教材，通常只具有概论的性质，而任何概论性的教材，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综合各家之言

的问题。就这一点而言，它与文艺学的学术专著有着明显的不同。文艺学学术专著，可以是一家之言———无论是形式主义的，还是读者

阐释的，抑或精神分析的，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只要能使读者甚或少数读者信服就好。然而，具有概论性质的文艺学教材，却不但可以

而且还有必要综合古今中外的文学知识、文学观点。尽管在一些文艺学教材的编写中综合得不够理想甚至很不恰当，但这并不等于说综合

的编写方式是错误的。本来，综合有已经融会贯通了的综合，也有生硬拼凑起来的综合，可是，陶东风教授却一定要说综合性“导致文艺

学知识的拼凑性”。如此批评，岂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次，由于在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和地方性时走极端，结果，陶东

风教授也就否定了不同时空中的学者对某个问题会有“共同”的说法。《大》中写道:“在依据这样的工具书拼贴出来的教科书的某一页

上，我们竟然可以同时找到马克思、柏拉图、福科、孔子、鲁迅、冯骥才关于某个问题的‘共同’说法!”因为笔者孤陋寡闻，所以不知

道陶东风教授指的是哪一本教科书;也因为陶东风教授没有点明是关于什么问题的共同说法，所以更无从知晓其所言对否。不过，就一般



的道理而言，如果是教材编写者由于曲解了所引文字的原意而把“不同的说法”当作“共同的说法”，那可真是一件坏事。尽管如此，我

们仍不能将教材编写者由于没有透彻理解所引文字而造成的错谬归之于普遍性知识的寻求。的确，马克思、柏拉图、福科、孔子和鲁迅等

人在思想上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一点并不排除他们在某个问题上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想法和说法。令人遗憾的是，陶东风教授在讨

论问题时由于未能严格遵守他自己所竭力主张的“历史性”和“地方性”，结果也就没有指明哪一本“教科书”上的哪个“问题”的哪种

“说法”。假如不是这样，也许还有一定的说服力。再次，陶东风教授在批评文艺学教材的“若干论”时背离了一般的科学道理。《大》

中这样写道:“现有的文艺学教科书在体例上大同小异，都把文艺学机械地切割分为‘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以及‘欣赏 批

评论’四大块(或者以此为基本框架作一些微调)。”应当说，文艺学教材采用“若干论”的形式，是全国高校许许多多教师在长期实践基

础上总结出来的一种较适合于教学的编写结构。诚然，关于“若干论”编写结构是否最为恰当的问题，还可以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但

是，它作为文艺学的入门教科书形式，益处也是明摆着的———至少为学生在以后的漫长学习时间里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断添加新知识、不

断进行“结构转换”的基本框架[16](P233、238)。陶东风教授认为，“四大块”的编写就是“机械地切割”。像这样的观点，既无事实根

据，又没学理依据。就笔者所见过的文艺学教材，还未曾发现有编写者说过诸如此类的话语:“文学本质可以离开对文学活动系统的抽

象”、“欣赏 批评论与作品论没有关系”。毋庸置疑的是，任何理论研究都需要抽象，而任何抽象都免不了从具体生动、完整统一的对

象中分离出所要着力讨论的方面或侧面。倘若文艺学及其教学将其内容结构分为若干块来处理，也算是“机械地切割”，那么，恐怕世界

上所有的科学和理论都难逃陶东风教授的责难。很难想象陶东风教授认为的那种不是“机械切割”的文艺学教材是什么样的教材，或许

是 “没章、没节、没段”吧!也很难想象陶东风教授认为的那种不是“机械切割”的课堂教学是怎么样的教学，大概就是“默念”与“顿

悟”吧! 最后，陶东风教授提出了改造大学文艺学教材的构想:“首先，要打破‘四大块’的构架与剪刀+浆糊的编写方法，在认真研究中

西方文学理论史的基础上，提出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理论共同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与重要概念。其次……贯穿历史的方法，对一些

重要的概念与问题……做历史的解释……最后，介绍完毕以后，教师不必给出‘什么是文学’的最终答案，不作结论，让学生自己去思

考……我相信这样做可以使学生明白关于‘文学’本来就有无限多元的解释与理解，从而培养他们开放的文学观念。”诚然，将文艺学教

材“四大块”打破是容易的，不过，陶东风教授的“批评”与“构想”，却有着诸多的方面值得深究。第一，世界上的国家与民族有许许

多多，究竟要在认真研究多少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理论之后才来确定哪“几个”是共同涉及的“基本问题”与“重要概念”?还有，由谁

来确定?再有，由谁来裁定“谁的确定”不会是不恰当的? 第二，按《大》中的意思，目前中国文艺学还没有提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

题”与“重要概念”，可事实上，像陶东风教授所看重的“文学”概念以及“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却是许许多多的文艺学教材都没有忽

视的。由于《大》中没有具体讲明，所以笔者还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个“重要概念”和“基本问题”被当前的文艺学教材遗漏掉。第三，陶

东风教授所重视的“贯穿历史的方法”，实际上早已实践于一些文艺学教材的编写中———如孙子威主编的《文学原理》解释“风格”

[14](P238～239)、“小说”[14](P178～182)、“创作方法”[14](P380～381)、“现实主义”[14](P389～394)、“浪漫主义”[14](P399～401)，

狄其骢和王汶成等人著的《文艺学新论》解释“典型”[17](P578～582)、“文学作品”[17](P241～257)，刘安海和孙文宪主编的《文学理

论》解释“形象”[18](P59～60)、“意象”[18](P87～90)，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解释“叙事”[19](P246～250)、“意境”[19](P205～

207)。问题的关键并非可否“对一些重要的概念与问题”“做历史的解释”，而在于一个“度”字。毫无疑问，教学教育过程应遵循“从

简单到复杂”的规律[20](P107)，应依照“可接受性”的原则[21](P12)，应建立在这样“一条简明的原理的基础之上”———“只有当被传

授的知识能够真正为学生所学会和掌握才行”[22](P69、72)。如果对“做历史的解释”这个“度”没有把握好，以为越“做历史的解释”

越是好事，那么，一部文艺学教材，就会由于其内容的过分庞杂沉重而使聪慧但却外行的学生消受不了。倘若再进一步考虑大学生们在高

年级时还要学习西方文论和中国古典文论等课程内容，那么，我们就更会明白:所谓的对“概念与问题”“做历史的解释”，当适可而

止。第四，笔者非常赞同陶东风教授在“剪刀+浆糊”问题上所持的强烈批评立场。固然，教材编写不要求一定要有学术创见，但编写教

材仍应该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剪刀+浆糊”的教材编写已经是一种可耻的剽窃行为。遗憾的是，陶东风教授虽然断

定“绝大多数文艺学教材几乎就是由这些只言片语组成的大拼盘”，但却没有做任何具体的讨论分析，而只是说了诸如这样的话:“比较

早的教材的引文基本上限于马列文论、俄苏文论……”如此批评方法，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参考文献多了，就是   22  “剪刀+浆糊”。第

五，陶东风教授设想，教师对“什么是文学”“不作结论”可以“培养”学生“开放的文学观念”。从实践出真知的角度讲，或许这是一

种值得尝试的方法。然而，其中所蕴含的各种复杂性，却是任何尝试者都必须加以充分考虑的。复杂性之一:在“什么是文学”都还没有

答案的情况下，如何讨论关于文学的一系列命题?换言之，当文学“概念”不能确定时，教师怎样在以后的几十堂课里进行关于文学的种



种“判断”和“推理”?复杂性之二:对历史上关于文学的各种解释不作认识上和价值上的取舍，是否就有较好的教学效果?对这样一个虽

属于专门领域却具普遍性的教学问题，许多卓有成效的教育家都抱着极其审慎的态度。斯坦福大学名誉校长唐纳德•肯尼迪教授虽然认为

对“特定的观点”保持“某种程度的距离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也承认，“对某一个题目的个人的和甚至热情的信念，是教师和学生之间

共鸣的源泉”[23](P83)。在论及“尊重发言权”时，当代美国成人教育专家斯蒂芬•D•布鲁克菲尔德则更为直截了当地指出 “从学生的立

场来看，如果教师避而不谈自己的观点，这位教师可能是不值得信任的……一个批判反思型教师，应该知道避而不谈自己的观点既有积极

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24](P17)复杂性之三:要培养学生开放的文学观念，是否一定要在讲课时不作“什么是文学”的结论?换个角

度讲，培养学生开放的文学观念有没有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假设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面对前述“之一”和“之二”所提出的问题——

—即会产生消极作用甚至是严重的消极作用，我们是否还该坚持这样的观点:对“什么是文学”只“做历史的解释”而“不作结论”?必须

强调的是，以上所述既非替“四大块”之类的“若干论”护短，也非完全否定陶东风教授编写文艺学教材的新思路以及新教学方法的尝

试，而在于阐明:陶东风教授的“构想”所引发的新问题，未必比他试图消除掉的老问题少。三 焉能将大学生对“文艺学课程”厌倦的

问题简单化《大》中这样写道:“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

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从而产生对于文艺学课程的厌倦、不满以及消极应付的态度。有鉴于此，我们的反思将主

要指向大学的文艺学教科书。”尽管当前的文艺学教学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但陶东风教授要求“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能解释现实生

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却是非常之不切实际的。试问，有谁讲过或听过解释了现实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文艺学课?至于把大学生对文艺学

课程的“厌倦、不满以及消极应付”的原因主要归在文艺学教科书身上，则可以说是将较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首先，就总体情况而

言，大学生不喜欢文艺学课程，并非起自今日，而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与文艺学本身的抽象性和

思辨性有关。对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古代汉语与文学概论是最令学生感到头疼的两门专业基础课。前者的主要原因

在于时代的隔膜，而后者的主要原因则是高度的抽象。相比之下，像现代汉语、外国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专业基础课，就较受学

生的欢迎。其次，正像法国学者布尔迪约和帕斯隆所说的:“社会方面的有利与不利因素都对学习过程产生着巨大影响。”[25](P28)大学生

之所以对文艺学课程感到厌倦，与当代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有关。一方面，当代文化的多姿多彩，使大学生们有了多种选择的可能。由

于以经济效益为背景的各种感性形式时时刻刻都在召唤着大学生们的心，结果，那些感性诱惑力较低的文化形式也就难以得到大学生们的

青睐。在此文化氛围中，就连多少还有些具体生动色彩的高雅文学都难讨大学生们的喜欢[26]，更别说抽象枯燥的文艺学了。另一方面，

就业竞争的强大压力、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无时无刻地在影响着学生的专业选择和学习方向。故而，除非一个大学生确知能从所学的课程

中获得对以后从业有用的信息，否则，这个大学生就难以从该课程中获得学习的动力。正因为这样，那些打算大学毕业后不从事文学(尤

其是狭义的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大学生，就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对于较乏味难懂的文艺学的学习热情———虽然不会没有例外的，但

毕竟是少数。如果把由上述两个方面造成的极不理想的教学状况也归罪于大学文艺学的教学者，以为是教科书不贴紧生活所致，那是非常

之错误的。最后，大学生对文艺学课程不满，往往还由于部分文艺学教师在教学态度、教材处理和讲课方式等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

问题。[27]需要指出的是，在教师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学识功底的不足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众所周知，虽然文艺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

但是，由于文学是一种具有普泛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文艺学也同时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倘若文艺学教师不具备开阔的知识视

野，对文学史、哲学、美学、心理学、艺术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知之甚少，那么，常常不是教师讲不出

什么，就是学生不知所云。陶东风教授批评“若干论”的编写体例不好，但实际上，恰恰是“若干论”编写体例使文艺学知识更具条理、

系统和专深的可能性。这样的一种编写体例，让讲课者难以对文艺学的概念和问题只做蜻蜓点水式的介绍或说明。譬如，探讨文学创作与

文学欣赏中的想象，就必须充分掌握心理学上的“想象”概念———对“想象”的外延、内涵和种类乃至与感知、表象、记忆、情感等各

因素之间的关系，教师都要有较清晰较系统的认识;否则，教师就只能是胡乱扯上一通，学生也自然是一头雾水。良好的教学实践是艰难

的，要使学生在一学年的几十堂课里一直保持学习文艺学的兴趣，教师本人首先应该拥有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以及由此而来的坚实丰厚的

知识基础。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学生都不喜欢文艺学的课堂教学。学生对文艺学的课堂教学是否满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整体素

质。那些基础扎实、思维缜密、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幽默且能按教学规律讲课的文艺学教师，其课堂教学就不大可能让学生产生“对于文

艺学课程的厌倦、不满以及消极应付的态度”[28](P119～164)。纵观《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全文，可知陶东风教授对大学文艺学的批

评与建设有着独到且富于启发意义的个人见解。然而，不难看出，在批评大学文艺学时，陶东风教授经常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或

没有事实根据就随意断论，或未作具体分析便批评指责，或为了自圆其说而削足适履，或不作逻辑推导却任意发挥，或将较为复杂的问题

简单化。的确，几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文艺学远未尽如人意，故对其进行学科反思不但 可以而且极其必需。不过，应该看到，对既有的大



学文艺学成果持客观公允的态度，是最有效的学科反思的前提。因为:不仅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和建设需要学界同仁的共同参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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